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扩大进口还是刺激出口

康继军　 　 郑维伟

摘要：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 在对外开放程度相对偏低的现实背景下， 中国内

陆型自贸区能否有效激发内陆地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其扩大进口与刺激出口双重效

应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通过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三批获准设立自贸区中内陆型自贸

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 运用合成控制法对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和陕西五大内

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展开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 各内陆型自贸区总体贸易创

造效应显著， 但存在明显的政策效应异质性特征； 相较于扩大进口贸易规模， 内陆

型自贸区更有利于通过刺激出口实现贸易创造； 内陆型自贸区在外商直接投资和汇

率水平的调节作用下， 主要通过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来发挥贸易

创造效应。
关键词： 内陆型自贸区； 贸易创造效应； 扩大进口； 刺激出口； 合成控制法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２－００１６－１６

引　 言

自由贸易试验区 （简称自贸区） 肩负着多重使命： 对内发挥规模经济、 集聚

经济和溢出效应，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等现实要求 （项后军和何

康， ２０１６） ［１］； 对外扩大金融与贸易开放， 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及贸易转型升级以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韩瑞栋和薄凡， ２０１９） ［２］。 自党的十七大将自贸区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 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 十九大再次强调要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在此背景下， 截

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中国已分批次形成了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的自贸区 “１＋３＋７＋１＋６”
基本格局。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 显示， 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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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前三批设立的自贸区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 却分别占到了全国吸引外资和

创造进出口贸易总额 １２％的份额。 可见， 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重要载体

的自贸区， 在发挥国际贸易创造效应方面已愈发显示 “政策红利”。
然而， 已有研究表明， 不同区域的自贸区在促进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以及

资本流动等方面的政策效果不尽相同 （叶修群， ２０１８［３］； 刘秉镰和吕程， ２０１８［４］；
彭羽和杨作云， ２０２０［５］； 张军等， ２０１８［６］；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７］ ）。 虽然中国统一规

划实施了自贸区布局， 但其在贸易创造效应方面的政策效果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

异。 因此， 尽管较多学者已较详尽地探讨了沿海型自贸区在推动金融制度改革

（罗素梅和周光友， ２０１５［８］； Ｙａｏ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６［９］； 徐明棋， ２０１６［１０］ ）、 提升

贸易便利化 （殷华和高维和， ２０１７［１１］） 和吸引外资 （陈林和罗莉娅， ２０１４［１２］） 等

方面的促进效应， 然而就中西部内陆地区而言，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批复设立的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和陕西等五大内陆型自贸区是否同样能够实现促进区域发展的理

想效果？ 特别是受限于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普遍不高的客观现实， 能否激发内陆

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的设立究竟是有利于扩大进口， 还是

更倾向于刺激出口？ 进一步地， 其贸易创造效应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实现？ 有文献研

究发现， 伊朗自贸区的设立导致该国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 使其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Ｍｏｈｅｂｉ ａｎｄ Ｍｉｒｓｈｏｊａｅｅ， ２０１９） ［１３］。 因此， 研究中国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对于巩固中国对外贸易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通过绘制 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内陆型自贸区所属省市进出口、 进口和

出口额累计同比月增长率变化趋势图 （图 １） 可以看出： 自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中国第三

批自贸区批复设立以来， 一方面， 内陆型自贸区所属省市进出口、 进口和出口额累

计同比增长率均整体呈现由负转正的井喷式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 相较于进口额累

计同比增长率略微波动减缓的趋势， 各内陆型自贸区所属省市的出口贸易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反超。 这一初步发现意味着内陆型自贸区一方面的确有利于增强贸易创

造效应， 另一方面相较于扩大进口， 更能刺激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发现， 在

中国批复设立第三批自贸区的同一时期， 中国整体进出口贸易额累计同比出现了一

致的井喷式增长， 且呈现进口额累计同比增长率远超出口的相反态势。 然而， 由于

较难分离出引发全国性增长中内陆型自贸区所占比重， 因此， 以上初步发现的真实

性还有待证实。
为此，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 ３１省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 运用合成控制法

考察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检验其究竟更倾向于扩大进口， 还是刺激出

口， 并进一步就其作用机制展开探讨。
本文主要创新体现在： 一是系统探讨了自贸区引发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存在潜在

政策效应差异的作用机制； 二是采用 Ａｂａｄｉｅ 和 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 （２００３） ［１４］提出的合成

控制法较好地克服了传统政策评价方法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和政策内生性问

题， 更加客观地反映了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三是在测度各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

造效应的同时， 进一步探讨其扩大进口与刺激出口双重效应， 并采用安慰剂检验以

及 ＳＣＭ－ＤＩＤ模型确保实证结果稳健； 四是采用带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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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型自贸区在 ＦＤＩ和汇率水平的调节下， 通过降低关税水平、 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和改善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创造的作用机制。

图 １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所属省市进出口总额、 进口额和出口额累计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绘制。

一、 理论机制和评估方法

（一） 自贸区发挥贸易创造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Ｖｉｎｅｒ （１９５０） ［１５］的关税同盟理论最早提出了 “贸易创造效应” 概念， 认为实

行关税同盟的内部成员间取消关税将引发本国比较优势较低商品被来自成员方的进

口商品替代， 进而实现贸易创造。 类似地， 通过在本国关境内某个区域对境外入区

的货物实施免税或保税政策的自由贸易区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ＦＴＺ）， 在某种程度上

亦将凭借其制度优势发挥增强贸易创造效应的预期效果。
厘清自贸区究竟通过哪些途径以及最终如何影响国际贸易活动， 在建设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和丰富对外开放发展道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 本文认为自贸区对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途径可分解为

以下几个方面 （图 ２）：
（１） 进出口成本降低效应。 自贸区可通过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达到逐步降低

关税水平、 消除非关税壁垒的理想效果， 凭借进出口成本大幅缩减优势效应， 刺激

进出口贸易活动 （王鹏和郑靖宇， ２０１７） ［１６］。
（２） 相近产业贸易可能性提升效应。 传统国际贸易活动通常建立在具有相对比

较优势差异的国家之间， 形成以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互补的贸易互补关系和水平型贸

易分工结构。 自贸区设立有利于打破本国对相似产业的保护壁垒， 通过改变贸易结构

引发相近产业贸易诱导效应实现国际贸易创造； 同时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方式转型和

市场容量扩大， 加快推动产品和要素市场对外开放 （陈爱贞和刘志彪， ２０１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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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自贸区发挥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机理图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绘制。

（３） 规模经济市场激励效应、 贸易活跃度提升创造效应以及中间商品贸易诱

导效应。 自贸区实行的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和改善贸易监管机制 （盛斌， ２０１７） ［１８］，
将通过进出口通关一体化渠道实现贸易便利化， 增强进口商品竞争优势， 进一步促

进生产要素、 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 （殷华和高维和， ２０１７）； 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和优化产业分工结构形成规模经济市场激励效应 （李平和姜丽， ２０１５） ［１９］， 贸易

活跃度提升实现贸易创造效应 （谭娜等， ２０１５） ［２０］， 中间商品贸易份额扩大产生诱

导效应 （Ｃａｓｔｉｌｈ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２１］， 以此实现国际贸易创造。
（４） 本土产业挤出效应。 自贸区在促进廉价高质量中间商品自由流动的同时，

将加剧本土中间商品市场竞争， 形成本土产业挤出效应， 致使出口下降， 反而不利

于国际贸易创造。
（５） “走出去” 企业激励效应。 自贸区实行的投资监管 （盛斌， ２０１７） 和促

进金融业改革开放等措施， 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政策透明度， 优化营商环境， 以

此吸引大量 “走出去” 型企业入驻， 通过发挥 “走出去” 行业政策激励效应诱导

本土企业对外出口上升。
（６） ＦＤＩ与出口贸易替代效应。 自贸区设立之前， 外商受限于关税和资本准入

壁垒， 大多通过 ＦＤＩ占领目标国市场； 自贸区设立之后， 自贸区作为促进国际贸易

和资本流动的重要载体， 在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２２］，
通过发挥 ＦＤＩ与出口贸易的替代效应， 诱导别国对外贸易出口上升以及本国进口

上升。
（７） 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创造正反馈动态循环效应。 自贸区通过实施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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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与资本自由化政策吸引大量外商投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 将改变自贸区内资

金供求关系及国家外汇交易市场现状， 在有效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世界金

融市场联系 （Ｙａｏ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６） 的同时， 还将倒逼央行进行金融改革， 加

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徐明棋， ２０１６）， 最终形成自贸区贸易创造的正反馈

动态循环。
此外， 自贸区所形成的贸易门槛将阻碍自贸区与非自贸区间资源和贸易流动，

产生扭曲成本和产业区位转移效应 （魏丹和许培源， ２０１５） ［２３］， 导致区域间资源配

置失衡和不平衡发展程度加剧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ｕｏ， ２０１９） ［２４］。 实际上， 由于各自贸

区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差异等客观现实， 在基础相对薄弱的内陆地

区设立自贸区反而能较沿海地区更大程度地弥补其发展动力不足问题 （张军等，
２０１８）。 同时， 考虑到不同区域和批次设立的自贸区政策优惠和金融改革重点不

同， 如上海自贸区致力于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加快建设国际金融市

场， 天津自贸区旨在促进租赁业发展、 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 广东自贸区则侧重

于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 故不同自贸区的政策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 本文

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内陆型自贸区是否存在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及其差

异性。
（二） 自贸区政策效应评估方法述评

若将自贸区设立看作一项新的公共政策， 其是否会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是十

分值得关注的现实与学术问题。 为此， 通过将 “前后差异” 和 “有无差异” 相

结合的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以及为进一步降低样本选择偏误的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 （ＰＳＭ） 被相继引入到自贸区政策后评价中。 然而， ＤＩＤ模型虽然可通过差分

处理不随时间变化且未观测到的干扰因素， 却无法克服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因

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以及现实中很难满足处理组与控制组严格共同趋势假

定， 导致样本选择偏误； ＰＳＭ 又难以确保匹配到的处理组和控制组除受公共

政策外的其他共同影响因素及程度相同， 最终影响政策效应评估的可靠性。
因此， Ａｂａｄｉｅ和 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 （２００３） 提出了基于 “反事实估计框架” 的合成

控制法 （ＳＣＭ）。 其基本思想为： 虽然通常不易找到与自贸区设立地区完全相似的

理想控制地区， 但可通过对潜在控制组样本库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 构造出与自贸

区设立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完全类似的 “合成控制地区”， 将其作为政策实施后的

“反事实替身”， 通过比较两者在自贸区设立前后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以反映政

策净效应大小。 需要指出的是， ＳＣＭ 通过数据驱动确定 “合成控制地区” 的最优

权重， 相较于传统计量方法， 避免了因控制组的主观选择可能导致的政策内生性问

题； 同时， 相较于 Ｈｓｉａｏ 等 （２０１２） ［２５］以及 Ｄｏｕｄｃｈｅｎｋｏ 和 Ｉｍｂｅｎｓ （２０１６） ［２６］允许

权重为负的做法， 又避免了过分外推出现潜在的 “外推偏差”。 基于以上优点，
ＳＣＭ已在政策后评价领域得到可靠应用 （项后军和何康， ２０１６； 刘秉镰和吕程，
２０１８； 韩瑞栋和薄凡，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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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 指标与数据

（一） 合成控制法

假设可观测到 Ｊ ＋ １个地区在 ｔ∈［１， Ｔ］ 期内的实际数据 ｙｉｔ ， 记 ｙＮ
ｉｔ 为第 ｉ个地

区在 ｔ 时点未设立自贸区的观测值， ｙＩ
ｉｔ 为第 ｉ 个地区在 ｔ 时点设立自贸区的观测值

（ ｉ ＝ １， …， Ｊ ； ｔ ＝ １， ２， …， Ｔ ）。 其中， 地区 １在 Ｔ０期批复设立了自贸区， 而截

止样本期仍未设立自贸区的地区作为潜在控制组样本库。 那么， ［１， Ｔ０］ 期有 ｙｉｔ ＝
ｙＮ
ｉｔ ＝ ｙＩ

ｉｔ ； ［Ｔ０ ＋ １， Ｔ］ 期， 由于地区 １实施了自贸区政策， 令 αｉｔ ＝ ｙＩ
ｉｔ － ｙＮ

ｉｔ 表示设立

自贸区引起的第 ｉ 个地区在时点 ｔ 的观测值变化：

　 　 　 　 　 ｙｉｔ ＝ ｙＮ
ｉｔ ＋ αｉｔ·Ｄｉｔ 　 　 Ｄｉｔ ＝

１， ｉ ＝ １且 ｔ ＞ Ｔ０
０， 其他{ （１）

式 （１） 表明， 当 ｔ≤Ｔ０时， ｙｉｔ ＝ ｙＮ
ｉｔ ＝ ｙＩ

ｉｔ ； 当 ｉ ＝ １且 ｔ ＞ Ｔ０时， αｉｔ ＝ ｙｉｔ － ｙＮ
ｉｔ ， 即

第 ｉ 个地区设立自贸区的政策效应大小。 由于当 ｔ ＞ Ｔ０ 时， 无法直接观测得到衡量

某地区未设立自贸区的反事实观测值 ｙＮ
ｉｔ 。 对此，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２７］提出了如下

因子模型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ｙＮ
ｉｔ ＝ δｔ ＋ θ′ｔ Ｚ ｉ ＋ λ′ｔ μｉ ＋ εｉｔ＃ （２）

其中， δ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Ｚ ｉ 为 （Ｊ × １） 维不受政策影响且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

变量； λ′ｔ μｉ 为不可观测的互动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为构造反事实观测值 ｙＮ

ｉｔ ， 还需进一步考虑一个 （ Ｊ × １） 维的合成控制权重向

量 Ｗ ＝ ｗ２， …， ｗＪ＋１( ) ′ ， 满足对于任意 ｉ∈［２， Ｊ ＋ １］ 时， ｗ ｉ≥０且∑
Ｊ＋１

ｉ ＝ ２
ｗ ｉ ＝ １。 该

权重向量 Ｗ 赋予了潜在控制组内 Ｊ 个地区的一个合成组合， 对其进行加权处理可

得到第 １个地区的合成控制结果变量：

∑
Ｊ＋１

ｉ ＝ ２
ｗ ｉ ｙｉｔ ＝ δｔ ＋ θ′ｔ∑

Ｊ＋１

ｉ ＝ ２
ｗ ｉ Ｚ ｉ ＋ λ′ｔ∑

Ｊ＋１

ｉ ＝ ２
ｗ ｉ μｉ ＋∑

Ｊ＋１

ｉ ＝ ２
ｗ ｉ εｉｔ （３）

实际上， Ａｂａｄｉｅ等 （２０１０） 进一步推证， 如果合成控制权重 Ｗ∗ 能够 “完美

地复制”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自贸区设立地区在政策实施前的经济特征结果变

量， 则当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段较长时， 合成控制估计量将渐近无偏。 此时， 可将

∑
Ｊ＋１

ｉ ＝ ２
ｗ∗ｉ ｙｉｔ 作为 ｙＮ

１ｔ 的无偏估计量， 故自贸区设立的政策效应估计值可表示为：

α
︿

ｉｔ ＝ ｙｉｔ －∑
Ｊ＋１

ｉ ＝ ２
ｗ∗ｉ ｙｉｔ （４）

由于求解 Ｗ∗ 的关键在于使自贸区设立地区的特征向量 （ｙ１１， …， ｙ１Ｔ０， Ｚ′１）
位于其他潜在控制组样本库特征向量组的凸组合之内。 对此， 可考虑采用如下做法

确定无限趋近的合成控制最优权重向量：
首先， 定义一个衡量自贸区政策实施前结果变量的 （Ｔ０ × １） 维列向量 Ｍ ＝

ｍ０， …， ｍＴ０
( ) ′ ， 有 ｙ

－
Ｍ
ｉ ＝∑

Ｔ０

ｔ ＝ １
ｍｔ ｙｉｔ 。 其中， 若 ｍ０ ＝… ＝ ｍＴ０－１

＝ ０而 ｍＴ０
＝ １， 则 ｙ

－
Ｍ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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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ｉＴ０ ； 若 ｍ０ ＝… ＝ ｍＴ０－１
＝ １ ／ Ｔ０ ， 则 ｙ

－
Ｍ
ｉ ＝ Ｔ －１

０ ∑
Ｔ０

ｔ ＝ １
ｙｉｔ ， 即结果变量为政策实施前期

的平均值。

其次， 定义向量Ｍ１， …， ＭＦ 的线性组合 Ｆ ， Ｘ１ ＝ Ｚ′１， ｙ
－
Ｍ１
１ ， …， ｙ－ＭＦ

１( ) ′为设立自

贸区地区在政策实施前的 ［（ｒ ＋ Ｍ） × １）］ 维特征向量； 类似地， 定义其余 Ｊ 个未设立

自贸区地区 ［（ｒ ＋ Ｍ） × Ｊ］ 维特征矩阵， 相应第 ｉ 列为 Ｘ０ｉ ＝ Ｚ′ｉ， ｙ－Ｍ１ｉ ， …，( ｙ－ＭＦ
ｉ ) ′ 。

最后， 求 解 最 小 化 Ｘ１ 和 Ｘ０Ｗ 的 距 离 函 数 ａｒｇｍｉｎ Ｘ１ － Ｘ０Ｗ ＝
　 Ｘ１ － Ｘ０Ｗ( ) ′Ｖ Ｘ１ － Ｘ０Ｗ( ) 。 其中， Ｖ 为 ｒ ＋ Ｍ( ) × ｒ ＋ Ｍ( ) 维对称半正定矩阵。
由于 Ｖ 的不同选择都将影响合成控制结果的均方预测误差 （ＭＳＰＥ）， 一种可取的方

法是通过最小化 ＭＳＰＥ得到最优对称半正定矩阵 Ｖ ， 以此确定最优权重向量 Ｗ∗ 。
（二） 指标与数据

根据国际贸易创造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 （项后军和何康， ２０１６； 韩瑞栋和薄

凡， ２０１９）， 共选取进出口贸易总额、 进口贸易额、 出口贸易额、 对外开放程度、
地区投资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产业结构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水

平、 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等 １１个指标， 以评估中国内陆型自贸区设立的贸易创造效

应。 其中， 进出口总额、 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评估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的核心

代理变量。 鉴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中相关数据单位为美元， 采用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中人民币元对美元汇率进行换算， 其余指标作为预测控制变量。 考虑到数据可得

性和可比性， 选择中国第三批设立的内陆型自贸区为研究样本， 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为消除物价波动影响， 对以货币统计的数据均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

期， 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进行平减； 为消除异方差和便于系数的经济解

释， 对除比值外的各评价指标均取自然对数处理。 其中， 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中

经网产业数据库、 ＥＰＳ数据库和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选取各项指标及其描述

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各项评价指标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指标定义及数据来源

ｌｎｔｏｔｒａ ７􀆰 １７５ １􀆰 ８５３ ２􀆰 ０４０ １１􀆰 １６４ 进出口贸易总额取对数： ａ
ｌｎｉｍｔｒａ ６􀆰 ２６５ ２􀆰 ００５ －０􀆰 １３６ １０􀆰 ２６２ 进口贸易额取对数： ａ
ｌｎｅｘｔｒａ ６􀆰 ５６１ １􀆰 ８１５ １􀆰 ９０４ １０􀆰 ６７６ 出口贸易额取对数： ａ
ｏｐｅｎ ０􀆰 ３０２ ０􀆰 ３７７ ０􀆰 ０１７ １􀆰 ７８４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 ／ ＧＤＰ： ａ＆ｂ
ｉｎｖｅｓｔ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２３６ 地区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额 ／ ＧＤＰ： ｂ
ｇｏｖｅｒｎ ０􀆰 ２２７ ０􀆰 １７８ ０􀆰 ０６９ １􀆰 ３７９ 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 ／ ＧＤＰ： ｂ
ｉｎｄｕｓ １􀆰 ０２３ ０􀆰 ５０９ ０􀆰 ５００ ４􀆰 ２３７ 产业结构水平， 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ｂ
ｌｎａｇｄｐ １０􀆰 ０６３ ０􀆰 ８４６ ７􀆰 ９２３ １１􀆰 ８５１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 ｂ
ｃｚｈ ０􀆰 ４９２ ０􀆰 １５８ ０􀆰 ２２７ ０􀆰 ９３７ 城镇化率 （％）： ｂ
ｌｎｐｅｒｔａｘ ４􀆰 ３８５ １􀆰 ２７９ ０􀆰 ００１ ７􀆰 ５６３ 个人所得税取对数： ｃ
ｌｎｃｏｒｔａｘ ５􀆰 ３９２ １􀆰 ４５６ ０􀆰 ６９３ ８􀆰 ７７ 企业所得税取对数： ｃ

注： 样本量为 ５８９； 数据来源标识符定义如下： ａ􀆰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ｂ􀆰 中国统计年鉴； ｃ􀆰 ＥＰ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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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 依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相关数据分别合成四川、 重庆、 湖

北、 河南和陕西的 “反事实” 对象①， 以此反映各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一）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以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的代理变量。 合成控

制法估计结果表明， 其真实值与合成值的确存在显著差异 （图 ３）。
首先， 内陆型自贸区所在地区贸易创造效应合成控制预测效果总体较好。 在各

内陆型自贸区批复设立之前， 四川、 湖北和陕西自贸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真实值与

合成值非常接近， “反事实” 对象对该地区贸易创造效应的拟合程度较好； 河南地

区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拟合效果相对次之； 重庆在预测阶段后期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

相对较大。 可能的原因是在重庆自贸区设立之前， 该地区已经实行了诸如保税港区

等贸易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合成重庆对重庆地区真实值的拟合； 此外， 重

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其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水平等也较难由其他省

份的预测变量进行拟合。
其次， 内陆型自贸区的确普遍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总体来看， 与合成地区相

比， 各内陆型自贸区批复设立后， 其所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增

长， 证实了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明显。
最后， 不同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具有差异性。 具体来看， 四川、 湖北

和陕西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最为明显且显著； 重庆和河南自贸区由于其在未设立自贸

区之前的合成控制预测变量拟合效果并不好， 因此， 虽然直观上其贸易创造效应甚至

远超过其余内陆型自贸区， 但该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还有待后续进一步检验。

图 ３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政策效果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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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陆型自贸区： 扩大进口还是刺激出口

分别以进、 出口贸易额对数值作为自贸区扩大进口和刺激出口的代理变量。 对

比发现， 不同内陆型自贸区的扩大进口与刺激出口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 （图 ４ 和

图 ５）。
首先， 内陆型自贸区所在地区进口和出口贸易额的合成控制效果总体较好。 总

体来看， 四川、 湖北和河南在自贸区批复设立之前对进口和出口贸易额的拟合程度

均较好， 陕西对出口贸易额的拟合程度优于进口贸易额， 而重庆自贸区在预测阶段

后期进、 出口贸易额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均相对较大。

图 ４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政策效果测度

图 ５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政策效果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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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内陆型自贸区普遍具有扩大进口与刺激出口双重效应。 除湖北和河南自贸区

的进口贸易额在自贸区批复设立后低于相应合成地区以外， 各内陆型自贸区的进口和出

口贸易额均相较于其合成地区出现了较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 该结果再次表明， 中国内

陆型自贸区的确可以通过发挥扩大进口和刺激出口双重效应实现贸易创造。
最后， 相较于扩大进口贸易， 内陆型自贸区更有利于刺激出口贸易。 具体来看，

四川和重庆自贸区对出口贸易的创造效应体量上略高于进口贸易； 湖北自贸区对进口

和出口的贸易创造效应呈现出 “一负一正” 特征， 即具有更加明显的刺激出口贸易

特征； 河南和陕西自贸区同样对出口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优于进口贸易。 可见， 中国

内陆型自贸区更能够诱导出口贸易， 亦即有利于稳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出超地位。

四、 安慰剂与稳健性检验

（一）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一种可取方法是借鉴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１０） 提出的安

慰剂检验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 该方法将实际设立自贸区地区纳入控制组， 并依次将原

控制组作为假想处理地区， 运用合成控制法遍历估计其贸易创造效应， 再分别计算

政策干预前和干预后的均方预测误差 ＭＳＰＥ， 得到 “干预后” 与 “干预前” 的

ＭＳＰＥ之比， 即安慰剂效应分布。
实际上， ＭＳＰＥ虽可较好地衡量处理组与合成控制组间政策实施的拟合差异度，

但若某假想处理地区 ＭＳＰ Ｅｐｒｅ 较大， 即干预前的拟合效果较差， 则即使 ＭＳＰ Ｅｐｏｓｔ 较

大， 也很难得出政策效应显著的结论。 因此有必要剔除ＭＳＰ Ｅｐｒｅ 高于实际政策实施地

区 ２倍的假想处理地区。 此外， 还需排除实际已设立自贸区并考虑合成控制权重为正

的地区， 以最终匹配假想处理地区。 理论上， 若各内陆型自贸区的确显著发挥了贸易

创造效应， 那么其 “干预后” 与 “干预前” ＭＳＰＥ之比应明显高于假想处理地区。
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代理变量， 图 ６报告了五大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的安慰

剂检验结果。 其中， 四川、 湖北和陕西自贸区 “干预后” 与 “干预前” ＭＳＰＥ之比远高

于假想处理地区， 表明三个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明显的结论具有可靠性。 河南自贸区

“干预后” 与 “干预前” ＭＳＰＥ之比同样较假想处理地区更高， 但与比值次低的地区差

距不大。 因此， 虽然可以证实河南自贸区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但其显著性水平不会非常

理想。 就重庆自贸区而言， 由于其干预前的合成控制拟合效果不好 （ ＭＳＰ Ｅｐｒｅ 较大），
假想处理地区要获得其 “干预后” 与 “干预前” ＭＳＰＥ之比一样高的概率为 ３０％ ， 故

在传统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通过 “重庆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显著” 的假设检验。
（二） 稳健性检验

鉴于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和政策内生性问题， 参考刘传明等 （２０１９） ［２８］做
法， 考虑将合成控制法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 建立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的 ＳＣＭ－
ＤＩＤ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理论上， ＳＣＭ－ＤＩＤ 兼具合成控制法对控制组的客观选

择生成， 双重差分法对准自然实验政策效应的有效分离， 以及有效避免政策内生性

问题等诸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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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安慰剂检验

该方法主要思路如下： 首先， 运用合成控制法， 分别生成五大内陆型自贸区进

出口贸易额的合成控制组； 其次， 将各内陆型自贸区所在地区作为处理组， 将合成

控制组作为控制组， 建立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的 ＤＩＤ模型：
　 　 　 Ｙｉｔ ＝ αｉ ＋ γｔ ＋ β１ Ａｒｅａｉｔ ＋ β２ Ｔｉｔ ＋ β３ Ａｒｅａ·Ｔｉｔ ＋ μｉｔ （５）
其中， Ｙ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 Ａｒｅａ 为个体效应项； Ｔ 为时间趋势项； Ａｒｅａ·Ｔ 为自贸

区政策效应的核心解释项， 即对某年份已设立自贸区的省市赋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αｉ

为个体固定项， γｔ 为时间固定项， μ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表 ２汇报了对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 ２ 显示： （１）

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总体显著。 在 Ａ 栏中， 第 （１） 列至第 （６） 列分别显

示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和陕西以及整体内陆型自贸区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对数的

影响情况。 其中， 所有自贸区 Ａｒｅａ·Ｔ 的系数均为正， 且除重庆自贸区外均在不同

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明总体上内陆型自贸区的确能够有效发挥贸易创造效应。 事实

上， 重庆自贸区之所以贸易创造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一方面在于其 “干预

前” ＭＳＰ Ｅｐｒｅ 较大， 不利于 ＤＩＤ模型有效分离政策效果； 另一方面则早在重庆自贸

区批复设立之前， 所涵盖的超过其规划面积一半的两江片区便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了保税港区，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庆自贸区批复设立政策所激发的贸易

创造效应被低估。 （２） 内陆型自贸区相较于扩大进口， 更有利于刺激出口实现贸易

创造。 在 Ｂ和 Ｃ栏中， 第 （１） 列至第 （６） 列分别显示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和

陕西以及整体内陆型自贸区对地区进、 出口贸易额对数的影响情况。 对比发现， 该实

证结果同合成控制法所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 即各内陆型自贸区相较于对进口贸易总

体影响不显著且存在部分负向影响， 总体促进了出口贸易的显著增长 （除重庆自贸

区为正但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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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四川自贸区 重庆自贸区 湖北自贸区 河南自贸区 陕西自贸区 内陆型自贸区

Ａ： ｌｎｔｏｔｒａ

Ａｒｅａ·Ｔ 　 　 ０􀆰 ２８２∗∗∗ 　 ０􀆰 ４２９ 　 ０􀆰 １２８∗∗ 　 ０􀆰 ２８３∗ 　 ０􀆰 ２７９∗∗∗ 　 ０􀆰 ２８０∗∗∗

（３􀆰 ２１） （１􀆰 ４７） （２􀆰 ５９） （１􀆰 ８１） （３􀆰 ５５） （２􀆰 ７７）

＿ｃｏｎｓ
５􀆰 ４６９∗∗∗ ５􀆰 ００３∗∗∗ ５􀆰 ６１６∗∗∗ ５􀆰 ３４１∗∗∗ ５􀆰 ０９７∗∗∗ ５􀆰 ３０５∗∗∗

（９３􀆰 １２） （２５􀆰 ５７） （１６９􀆰 ０５） （５１􀆰 ０３） （９７􀆰 １６） （７８􀆰 ３２）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１９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３ ０􀆰 ９５０ ０􀆰 ９９７ ０􀆰 ９８１ ０􀆰 ９９３ ０􀆰 ９５５
Ｂ： ｌｎｉｍｔｒａ

Ａｒｅａ·Ｔ ０􀆰 ３５２∗∗∗ ０􀆰 ２９７ －０􀆰 １３３∗∗ －０􀆰 ０９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１６
（４􀆰 ９３） （１􀆰 ２４） （－２􀆰 ３９） （－０􀆰 ６５） （０􀆰 ８４） （１􀆰 ０８）

＿ｃｏｎｓ
４􀆰 ５６９∗∗∗ ３􀆰 ９８６∗∗∗ ４􀆰 ７１９∗∗∗ ４􀆰 １７４∗∗∗ ４􀆰 ０５９∗∗∗ ４􀆰 ３０１∗∗∗

（９５􀆰 ６３） （２５􀆰 ００） （１２６􀆰 ８０） （４４􀆰 ７８） （３２􀆰 ６１） （５９􀆰 ６４）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１９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５ ０􀆰 ９６３ ０􀆰 ９９５ ０􀆰 ９８７ ０􀆰 ９６８ ０􀆰 ９４９
Ｃ： ｌｎｅｘｔｒａ

Ａｒｅａ·Ｔ ０􀆰 ２８７∗∗ ０􀆰 ３０５ ０􀆰 ０７６∗∗ ０􀆰 ４９０∗∗∗ ０􀆰 ６２０∗∗∗ ０􀆰 ３５６∗∗∗

（２􀆰 ６１） （１􀆰 １７） （２􀆰 ５０） （４􀆰 １１） （１１􀆰 ３６） （３􀆰 １２）

＿ｃｏｎｓ
４􀆰 ９２０∗∗∗ ４􀆰 ５０７∗∗∗ ５􀆰 ０９９∗∗∗ ４􀆰 ９２０∗∗∗ ４􀆰 ６４０∗∗∗ ４􀆰 ８１７∗∗∗

（６７􀆰 ０１） （２５􀆰 ７３） （２５０􀆰 ５４） （６１􀆰 ７８） （１２７􀆰 １４） （６３􀆰 １１）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１９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６５ ０􀆰 ９９９ ０􀆰 ９８８ ０􀆰 ９９６ ０􀆰 ９４５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代表通过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下同。

五、 进一步讨论：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何以实现贸易创造效应

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究竟通过哪些驱动因素实现？ 事实上， 当前学术界对其

作用机制的探讨大多处于理论层面， 导致研究结论缺乏客观性。 对此， 本文结合理

论机制分析， 采用带调节效应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重点检验中国内陆型自贸区在

汇率和 ＦＤＩ水平的调节作用下， 通过关税水平降低、 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贸易结构

改善等渠道实现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路径 （图 ７）。 其中， 因变量 （Ｙ） 分别为进

出口贸易总额、 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的对数值， 自变量 （Ｘ） 为内陆型自贸区

设立的虚拟变量， 中介变量 （Ｍ） 依次为关税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外贸易结

构①， 调节变量分别为 ＦＤＩ （Ｖ） 和汇率水平 （Ｗ）， 相关数据来源于 ＥＰＳ、 中经

网、 ＣＳＭＡＲ和 Ｗｉｎ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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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示意图

检验结果见表 ３， 表明对外贸易结构 （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 对进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

响系数分别在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在 ５％水平下对出

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关税水平 （Ｔａｘ＿ｒａｔｅ） 则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效应。 这说明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主要通过对外贸易结构改善和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两种渠道发挥贸

易创造效应。 原因在于： 相较于一定程度降低关税水平的优惠政策， 内陆型自贸区

通过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 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以及刺激货物和

服务贸易体量增大， 从而实现贸易创造。

表 ３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结果变量 （Ｙｉ） ｌｎｔｏｔｒａ ｌｎｉｍｔｒａ ｌｎｅｘｔｒａ
ＦＴＺ ０􀆰 ６６９∗∗∗ （４􀆰 ６３９） ０􀆰 ６４９∗∗∗ （４􀆰 ５９１） ０􀆰 ６８４∗∗∗ （４􀆰 ６４３）
Ｒ２ ０􀆰 ４３３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４

结果变量 （Ｍｉ） 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 Ｔａｘ＿ｒａｔｅ Ｏｐｅｎ
ＦＴＺ －０􀆰 ９８７７∗∗∗ （－３􀆰 ２３３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８５ （－０􀆰 １６０２）
ｈｕｉｌｖ －０􀆰 １２７８∗∗∗ （－３２􀆰 ６００８） ０􀆰 ００５５∗∗∗ （７􀆰 ２４１３） －０􀆰 ０３∗∗∗ （－４􀆰 ４０７８）

ＦＴＺ·ｈｕｉｌｖ ０􀆰 １６２９∗∗∗ （３􀆰 ５９２９）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６３６） ０􀆰 ０１５６ （０􀆰 １９７４）
＿ｃｏｎｓ １􀆰 ０９９∗∗∗ （３８􀆰 ０１５２） －０􀆰 ０１９３∗∗∗ （－３􀆰 ４３４４） ０􀆰 ３２６９∗∗∗ （６􀆰 ５０６３）
Ｒ２ ０􀆰 ９６８３ ０􀆰 ６４１１ ０􀆰 ４５３９

结果变量 （Ｙｉ） ｌｎｔｏｔｒａ ｌｎｉｍｔｒａ ｌｎｅｘｔｒａ
ＦＴＺ ３􀆰 １４６５∗∗∗ （２􀆰 ９６５９） ２􀆰 ５０１∗ （１􀆰 ９６９３） ３􀆰 ６９４２∗∗∗ （３􀆰 ０６１０）

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 ５􀆰 １７５６∗∗ （２􀆰 ０５５７） ８􀆰 ４６９３∗∗∗ （２􀆰 ８１００） ２􀆰 ２４１３ （０􀆰 ７８２５）
Ｔａｘ＿ｒａｔｅ －１􀆰 ６２８３ （－０􀆰 ０２２５） －４１􀆰 ４３１２ （－０􀆰 ４７８２） １６􀆰 ０５０１ （０􀆰 １９５０）
Ｏｐｅｎ ３􀆰 ７５８６ （１􀆰 ００７８） －６􀆰 ７２３３ （－１􀆰 ５０５９） １０􀆰 ６５５９∗∗ （２􀆰 ５１１５）
ｈｕｉｌｖ ０􀆰 ３４４９∗∗ （２􀆰 ０３３３） ０􀆰 １５９９ （０􀆰 ７８７３） ０􀆰 ４４２３∗∗ （２􀆰 ２９１９）

ＦＴＺ·ｈｕｉｌｖ －０􀆰 ３７∗∗ （－２􀆰 ５１４９） －０􀆰 ３１８１∗ （－１􀆰 ８０６４） －０􀆰 ４１１９∗∗ （－２􀆰 ４６１５）
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ｈｕｉｌｖ －０􀆰 ２１２４ （－０􀆰 ８５９４） －０􀆰 ３９４８ （－１􀆰 ３３４６） －０􀆰 ０２９３ （－０􀆰 １０４２）
Ｔａｘ＿ｒａｔｅ·ｈｕｉｌｖ －０􀆰 ８６１９ （－０􀆰 １０３４） ４􀆰 ４８６９ （０􀆰 ４４９５） －３􀆰 ４６１３ （－０􀆰 ３６４９）
Ｏｐｅｎ·ｈｕｉｌｖ －０􀆰 ７１２６∗∗ （－２􀆰 １２９５） ０􀆰 ４３７３ （１􀆰 ０９１７） －１􀆰 ４６２８∗∗∗ （－３􀆰 ８４２６）
ｌｎＦＤＩ ０􀆰 １９２４ （０􀆰 ９１７０） ０􀆰 ２１３２ （０􀆰 ８４９１） ０􀆰 １４９ （０􀆰 ６２４５）

ＦＴＺ·ｌｎＦＤＩ －０􀆰 ２９７６∗∗∗ （－２􀆰 ７５６９） －０􀆰 １８１２ （－１􀆰 ４０２２） －０􀆰 ４０４４∗∗∗ （－３􀆰 ２９３３）
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１６２） －０􀆰 ８８３５∗ （－１􀆰 ７３０６） ０􀆰 ７４１７ （１􀆰 ５２８７）
Ｔａｘ＿ｒａｔｅ·ｌｎＦＤＩ ３􀆰 ５４９５ （０􀆰 ５８２０） ３􀆰 ７７１５ （０􀆰 ５１６６） ３􀆰 ９０３６ （０􀆰 ５６２６）
Ｏｐｅｎ·ｌｎＦＤＩ １􀆰 ３１６６ （１􀆰 ３７８９） ２􀆰 ４８８３∗∗ （２􀆰 １７６９） ０􀆰 ５２２２ （０􀆰 ４８０７）
＿ｃｏｎｓ －０􀆰 ７２５３ （－０􀆰 ４７１３） ０􀆰 １４９１ （０􀆰 ０８０９） －１􀆰 ５３６７ （－０􀆰 ８７７７）
Ｒ２ ０􀆰 ９９１１ ０􀆰 ９８６７ ０􀆰 ９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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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调节效应发现： 汇率水平 （ｈｕｉｌｖ） 对内陆型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

应总体呈现负向调节作用， 特别是对进出口和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 证实了本

文理论分析得出的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实现自贸区贸易创造效应的正反馈动态

循环” 的合理性。 换句话说， 汇率水平下降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也有利于内陆

型自贸区发挥贸易创造效应， 只是这种汇率下降对关税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外

贸易结构等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总体并不显著。 此外， ＦＤＩ 对内陆型自贸区实现贸

易创造的直接效应具有与理论预期一致的负向调节作用， 即 ＦＤＩ与出口贸易的替代

效应， 但对中介变量的间接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总体来看， 与 ＳＣＭ－ＤＩＤ模型结果类似，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对进出口、 进口和

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系数依次为 ３􀆰 １４６５、 ２􀆰 ５０１ 和 ３􀆰 ６９４２， 且分别通过了 １％、
１０％和 １％的显著性检验。 可见， 内陆型自贸区的确可以发挥贸易创造效应， 且相

较于扩大进口， 更有利于刺激出口贸易。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探讨了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和陕西五大内陆型自贸区

的贸易创造效应， 及其对扩大进口和刺激出口的影响情况， 结论与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各内陆型自贸区总体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总

体上， 各内陆型自贸区设立后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出现了较明显增长。 其中， 四

川、 湖北和陕西自贸区均显著激发了贸易创造效应， 河南自贸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认

为存在正向贸易创造效应， 重庆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则并不明显， 后续安慰剂与稳

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该研究结果。 这说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所推广的自贸区政策效果总

体较为理想， 同已有研究所证实的沿海型自贸区类似， 内陆型自贸区设立同样可以发

挥贸易创造效应的理想效果。 此外， 在加快复制推广已设立自贸区经验的同时， 还需

进一步考虑各地区区域特色， 有重点地发挥后续自贸区在不同区域的制度优势。
第二， 相较于扩大进口贸易， 各内陆型自贸区主要通过刺激出口实现贸易创

造。 本文研究表明， 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和陕西五大内陆型自贸区普遍更有利

于发挥扩大出口贸易， 即有利于中国实现贸易顺差， 且该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被稳健

性检验所证实。 今后中国在加快推进后续自贸区批复进程的同时， 还需同其他国家

和地区进一步建立长期友好的贸易伙伴关系， 通过自贸区刺激出口贸易， 进一步巩

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 “出超” 地位。
第三， 中国内陆型自贸区主要通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贸易结构改善两种渠道

实现贸易创造效应。 ＦＤＩ和汇率水平具有与理论预期一致的负向调节效应， 但主要

体现在直接影响效应方面， 对通过各中介渠道实现贸易创造的间接影响效应并不明

显。 因此， 各自贸区除了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改善对外贸易结构等渠道实现贸

易创造之外， 可重点着眼于进一步加深金融服务对外开放， 对标高阶贸易投资规则

等渠道实现贸易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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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ｌａｎｄ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ｉｎｌ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ｉｎｌ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Ｈｕｂｅｉ， Ｈｅｎ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ｘｉ􀆰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ｌ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ｌ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ａｎ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ＤＩ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ｌ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ｌａｎｄ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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